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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翻译理论自佛经翻译以来的“文质之辩”、

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之后，发展到鲁迅提出的

“宁信而勿顺”、傅雷的“神似”说及钱钟书提出的

“化境”时已日臻完善，凝聚着古典哲学、古代文论

以及传统美学的思想精髓。但自此我国译论研究似

乎陷入了沉寂的困境，再没有出现重要突破。随着

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，西方现代思潮以汹涌之势波

及我国，进而被我国学界所接受和吸收；在西方强

势文化的影响下，出现了西方“独言”的尴尬局面，

译界一些学者开始“忘我”地追踪西方译学，在中

西译论话语展开新的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，似乎患

了“失语症”，总是采用一个“跟着转”的研究范式。

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译学研究为什么会在其作为一

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确立之时反而失语？究其原因，

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传统学术在西方学

科体系的影响下实现学术“现代化”实则被过度“西

化”的结果，致使我国传统学问遭人诟病，而新建

立的学科又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，其理论、体系、

方法、术语无不来自西方，翻译研究也不例外。面

对西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各种翻译思潮，我国译

界“盖如久处灾区之民，草根木皮，冻雀腐鼠，罔

不甘之。朵颐大嚼，其能消化与否不问，能无召病

与否更不问也，……”[1]一些学者在诠释我国传统

译论时过度使用“反向格义”的方法，采取“以西

格中”的方式用西方理论框架和概念对我国本土的

学说和术语进行解剖式分析，导致我国传统译论系

统及其术语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失去其话语权。

一、格义与反向格义及其产生背景

格义（Geyi,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）是用我国

本土固有的思想哲学概念去比附解释佛教哲学的教

义，帮助僧俗大众理解佛法深义的一种方法。据梁

代慧皎所撰的《高僧传》记载：“（竺）法雅，河

间人……少善外学，长通佛义。衣冠仕子，咸附谘

禀。时依雅门徒，并世典有功，未善佛理。雅乃与

康法朗等，以经中事数，拟配外书，为生解之例，

谓之‘格义’，及毗浮、昙相等亦辩‘格义’，以训

门徒。”[2]如早期佛教徒安世高在译《佛说大安般守

意经》时，就攀附道家学说，把“安般守护意”禅

解成“安为清，般为净，守无为，意为名，是清净

无为也”。支谦把《般若道行品经》译为《大明度

无极经》，其“大明”“无极”取自《老子》的“日

常曰明”和“复归于无极”。 [3]再如译“菩提”为

“道”、译“阿罗汉”为“真人”、译“涅磐”为

“无为”，都是用中国哲学中的老、庄和易学来诠释

佛教的教义，这种以中土之学说解释西方之概念的

实例可以称为“传统格义”或“顺向格义”。陈寅

恪说：“格义之名，虽罕见载记，然曾盛行一时，

影响与中国思想者甚深，故不可以不论也。”[4]汤用

彤指出“格”的意思是“比配”或“度量”，“义”

的含义是“名称”、“项目”或“概念”，所谓“格

义”是“比配观念或项目的一种方法或方案，或者

是不同概念之间的对等”。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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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民初，西学东渐，一些学者认识到我国传

统的治学方式存在含混、逻辑不清的问题，从而转

向从西学中汲取自己所需，并力图通过“以西格

中”的方法获得更清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。其中最

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浸润于西方文明数载的严复，

他指出我国传统学术从思想结构上看缺乏严谨的逻

辑系统，从叙事模式上看存在概念与范畴模糊含混

的根本性缺陷，他曾写道“所恨中国文字，经词章

家遣用败坏，多含混闪烁之词，此乃学问发达之大

阻力。”[6]可见我国之所以没产生“精深严确之科学

哲学”，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本土文化的概念、范

畴本身存在着“含混闪烁”之集体表象。他通过翻

译《穆勒名学》和《名学浅说》，全面系统地介绍

西方逻辑学，“一时风靡，学者闻所未闻，吾国政

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，自此始也。”[7]我国传统学术

的特性由于西方逻辑学的传入而面貌一新，后来胡

适将实用主义引到中国，冯友兰则在中国哲学史研

究中引入新实在论，“以西格中”的进路便逐渐成

为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主流做法。这种“以西释

中” 的路径与传统的“格义”方向相反，被刘笑敢先

生称为“反向格义”（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），[8]

类似于林安梧所提出的“逆格义”，即用外来的理

论体系和框架来分析本土的概念和术语。

近百年来，我国许多研究者都习惯于借助西方

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思维框架来解释或重新认识我国

传统经典，“以西格中”已成为当代我国学者进行

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，台湾学者袁保新先生曾叹

道：“曾几何时，当代中国人在理解本国传统时，

由于知识、语言的生态环境丕变，以至于居然要通

过西方哲学的概念语言，这才能使传统的智能稍稍

为本国人理解。” [9]虽然这一方法最初运用于哲学

界，但却迅速从哲学渗透到文史等研究领域，在翻

译研究界也得到越来越多地使用，成为当代我国译

学或翻译史研究的普遍做法。

二、我国传统译论言说方式

的特点与反向格义

尽管众多研究者将我国传统译论作为研究对

象，但是至今“中国传统译论”仍然是一个非常模

糊的概念，对传统译论的主要成分及其关系的认识

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。笔者参照的是《中国传统译

论经典诠释》一书中对这一概念所做的界定，即从

古至今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翻译理论，无论是

何人所写，只要不是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

论，都可以划归传统译论的范围。[10]作者从理论基

础、研究方法、理论形态、研究论题及精神特质等

方面描述了我国传统译论的区别性特征，进而指出

我国传统译论往往以人文主义的语言观为其理论导

向；以哲学而非科学、以美学而非宗教为其理论基

础；其研究方法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；其表述特点

是简约的而非繁丰的；其文体特征是含混的而非明

晰的。因而文质之争、音义之分、言意之辨、形神

之似便成为长期争论不息的话题。由于我国传统译

论深受古典哲学与文论的影响，其言说方式多采用

格言、警句、比喻、事例等形式，语言简短而精

炼，富于暗示而不是一览无余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
[11]对很多没有国学背景的译论研究者来说让他们回

到传统经典的言说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再加上近

代西方强势话语在中国的“在场”，“反向格义”大行

其道，成为我国译学研究的普遍做法。大量地移

植、套用西方的理论、方法、概念、术语，使我国

的传统译论不断地被同化。在方法论上，追新逐

异，采奇览胜；在概念范畴的使用上“别求新声与

异邦”，致使欧墨新潮尽向东流。[12]事实上，译界

学人在阐释传统思想、分析本土例证时已经习惯甚

至离不开西方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，似乎不懂西方

翻译理论就无法进行翻译研究，导致我国传统译论

在“反向格义”式的现代转换与重构中意义迷失。

三、“文质”的反向格义式解读

以我国传统译论中影响最为广泛的“文”和

“质”这对概念的演变为例，来看我国传统译论是

如何被“反向格义”式解读的。通过对罗新璋的

《翻译论集》、马祖毅的《中国翻译简史》及陈福康

的《中国译学理论史稿》等翻译理论研究史料的细

读，就会发现从三国时的支谦一直到隋初彦琮 400
多年间，“文质之争”一直是佛经翻译研究中讨论

的一个核心问题，然而后来却被一些学者简单比附

为西方的“直译”、“意译”之争，这种“反向格

义”的做法会影响对我国传统译论历史的、客观的

了解，对此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。

“文”的本义是纹身、文饰，就是在人身上刺

花纹图案进行美饰，而“质”则指事物未经雕饰的

初始状态。“文质”作为一对概念的提出最初源自

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

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这句话是孔子提出的做人的标

准，即君子应该道德与礼仪兼备。后来孔子又把

“文质”概念延伸到治国方针，战国时期人们把文

质概念延用到文章学和史学等领域，文质的内涵分

别演变为“文华、文丽”和“质朴、朴素”之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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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质关系变成了对文章语言风格特点的讨论。再后

来一直到了南朝时期刘勰首次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

批评，他在《文心雕龙》这部巨著中单独辟出一篇

专门讨论“文质关系”，同时说明《文心雕龙》旨

在解决当时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背景下，文章缺乏

内容、过于藻饰而文质不协调的问题。文质概念的

含义再次发生变化，“文”不再是“文华、文丽”

之意，而是指文章的外在表现形式，“质”也不再

是“文风质朴”之意，而是指文章的内容，这样一

来，文质关系由讨论文章语言风格的文华与质朴转

向讨论文章的内容与形式。而我国翻译理论中首次

涉足文质之争的文献是三国时期支谦写的《法句经

序》，由此可以推断翻译理论中的文质概念应该是

从文章学中引入的，其内涵是指译文的文丽和质

朴，讨论的是语言风格。在“从头说起：佛经翻译

‘文质’概念的出处、演变和厘定” [13]一文中作者

采用正论法、反证法、例证法加以论述，也证明了

佛经翻译的文质概念是指译文的语言风格，“文”

为文丽，“质”为质朴。而西方的直译意译之争源

于西塞罗在《论最优秀的演说家》中提出的“解释员”

式的翻译和“演说家”式的翻译，后来从古典译论时

期的昆体良和哲罗姆、中世纪的波伊提乌和但丁到

文艺复兴时期的路德、多雷等，都是围绕“直译”

与“意译”这个命题展开讨论，关注的是译文与原

文的关系，即译作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

作。由此可见，我国传统译论中的“文质之争”是

关于译文风格的争论，探讨的是译品的语言风格，

而西方译论中“直译意译”概念是关于翻译方法的

争论，讨论如何传达原文，其内涵界定完全不同。

然而自 20世纪初，梁启超在《翻译文学与佛

典》一文中提出，“翻译文体之问题，则直译、意译

之得失，实为焦点。”[14]又言“好文好质，隐表南

北气分之殊。虽谓直译意译两派，自汉代已对峙焉

可耳。”并从直译、意译的角度探讨了佛经翻译，

此后我国译论界不见了文质之争，而只剩下直译意

译之短长。[15]在现代译界，从董秋斯、焦菊隐、矛

盾等人开始，就一直在“直译”、“意译”问题上纠缠

不清，“文”与“质”似乎早已被人遗忘。这种用西学

的概念来比附我国的传统译论术语即“反向格义”的做

法不仅会造成其本来意义的误读，而且会导致“失语

症”，我国译学话语被西方思想所同化，从而逐渐丧失

话语权，无法借助自己的话语系统来参与学术交流。

四、结 语

我国译论的建设及翻译学的发展必然会涉及到

我国已有的译学传统及其与西学的关系问题。做到

中西融通，与西方互相参照固然重要，但是对传统

译论进行这种“反向格义”式的继承和转化时一定

要谨慎。“反向格义”作为我国译界诸多学者使用

的一种研究方法，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不但没有经过

严格的学术论证，反而有盲目发展的趋势。传统译

论的现代转换与重构如果仅满足于与西方术语的简

单比附，会导致对传统译论的歪曲和误读，我国译

学研究也将失本失源，失去其核心价值，从而在

“反向格义”的迷障中流于被动应付，在求新求变

中被西方话语所消解，传统译论重构与转化的努力

就将付之东流。因此，外来之学不能成为诠释本土

经典的圭臬，我国译界应该思考如何在当代西方强

势话语中将传统更新、复活，走出这种“反向格

义”的羁绊，培养自己的叙事方式并呈现我们独特

的文化姿态，从而促进中西译论的共生，而不是在

“反向格义”中被误读甚至被消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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